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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的双路径作用 

陈弘，李文杰，王子成 

（湖南农业大学 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8） 

摘 要：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组织支持理论以及认知评价理论，选取 337 份多时点调查的基层公务员数据，运用

多元线性回归、Bootstrap 等统计方法，探讨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发现：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基层领导干部的包容性越充

分，其下属的公共服务动机越高。在作用机制方面，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

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其中，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相较于差错管理氛围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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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style on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e dual-path effects of the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and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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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Law,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organizational support theory, and 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337 data 
from a multi-point survey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were selected,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such a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d Bootstrap were used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inclusive leadership style on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inclusive leadership styl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that is, the more inclusive grassroots leaders 
are, the higher the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of their subordinates. In terms of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erception and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play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clusive 
leadership style and grassroots civil servants’ motivation for public service. Among them,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organizational support perception is more sufficient compared to that of the error management atmosp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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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服务动机是“个人对主要或仅仅植根于公

共机构和组织的动机做出反应的一种倾向”[1]，可以

提高公务员的工作满意度、工作绩效[2,3]。在中国基

层治理情景中，公共服务动机是基层干部艰苦奋斗、

主动创新变革和服务人民群众的内在动力[4]，对基层

政府行政效率和全面深化改革成效具有重要影响。

2018 年 5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

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要大

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充分调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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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干部队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党的

二十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必须有一支政治过硬、适应新时代要求、具

备领导现代化建设能力的干部队伍”。随着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打造一支具有持续高水平

公共服务动机的专业化干部队伍是加快推动国家治

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

斗目标的重要保障。基层公务员是党的干部队伍的

重要组成部分，长期工作在服务群众、化解社会矛

盾的第一线。随着简政放权的持续推进以及社会治

理和服务重心的下移，基层公务员的工作负荷越加

沉重，加上工作内容的复杂性、工作环境的动态性

以及职位晋升的“天花板”效应，基层公务员职业

倦怠、心理问题日趋凸显，不担当、慢作为、不作

为等公共服务动机“退化”现象也呈“抬头之势”。

如何进一步激发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使他

们积极履行职责、主动为民服务和解决民之所困，

以适应动态复杂的基层治理生态，已成为新发展阶

段加快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

面临的一个迫切且现实的重要议题。 
自 Perry 和 Wise[1]提出公共服务动机概念以

来，公共服务动机理论迅速成为公共管理领域最有

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当前，学界对基层公务员公共

服务动机的前因变量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且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个体维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有研究认为性别、教育水平、收入、年龄、组织任

期、工作任期、职位等级及政治面貌等均是影响个

体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因素[5-8]。二是环境维度的影

响因素研究。有学者提出公共服务动机不仅受到个

体特征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家庭、社区和宗教

等外部环境等的影响，这些因素对形塑个体的公共

服务动机大有裨益[9]。如，W Vandenabeele 等实证

研究发现父母职业的公共属性对其子女的公共服

务动机水平也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10]；王亚华等认

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11]、干部教育培训活动[12]等对

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会产生影响；王学军发现基层

治理过程中不同类型棘手问题挑战对基层干部公

共服务动机有非对称影响[13]。三是组织情景维度的

影响因素。领导风格、组织环境以及组织激励等与

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有强关联。进一步来看，

领导风格与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被众多学者关注

并探索。Wright 等研究认为变革性领导与公共服务

动机之间本质上就是一种“利益关系”，这种关系

并不停留在狭隘的个人利益至上，而是聚焦于引导

下属追求组织利益和公共利益[14]。这一结论在中国

政治场景下也得到了充分证实[15]。有学者实证研究

发现，问责制、遵守规则、政治忠诚和网络治理等

四种领导力对公共部门员工的公共服务动机水平

和工作绩效均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16]。考虑到组织

追随和榜样引领的积极作用，部分学者在社会学习

理论框架下发现了服务型领导对提升中国公务员

公共服务动机的正向影响[17]。 
包容型领导风格最初是在教育领域提出并被

广泛运用于讨论教育多元化、层次化和差异化所引

发的不公平问题。Nembhard 等[18]将其引入组织管

理领域，认为包容型领导风格是指领导者对员工工

作中所做出的努力和付出表示认可和赞赏，并易于

接纳员工新观点和容忍适当犯错的一种领导方式。

Carmeli 等[19]将包容型领导视为关系型领导风格的

核心，认为包容型领导是在人际互动中有开放性、

可接近性和可用性的领导者。其中，开放性代表愿

意听取下属的新想法、关注改进工作流程的新机会

以及理性容忍下属的工作失误等；可接近性是指领

导愿意和下属一起讨论并解决新问题；可用性表示

领导在团队中是一个持续的“存在”且随时能够为

下属提供支持。已有研究充分证实包容型领导风格

对下属工作归属感[20]、心理安全和赋权[21]、工作动

机[22]有良好的预测作用，这些积极的内在动因与下

属保持较高的公共服务动机存在着紧密联系[23]。鉴

此，本文拟采用 Carmeli 等提出的概念维度对包容型

领导风格进行测量。 
既有研究成果尽管丰硕，但仍存在进一步探索

的空间：已有文献忽视了具有开放性、易接近性和

可用性的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动机的潜在

效应。对此，本文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组织支持理

论以及认知评价理论等，选取 337 份多时点调查的

基层公务员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Bootstrap 等

方法，剖析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

动机的影响效应。同时，引入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

理氛围两个组织情景变量，进一步揭示包容型领导

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黑

箱”，以期丰富领导风格视角下公务员公共服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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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研究的内容，为基层治理场景下公务员公共服务

动机形塑和提升贡献科学方案。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的公共服

务动机 

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当个体在社会环境或组织

情境（例如领导方式）中其自主、胜任和关系等基

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更有可能将组织的价

值观和行为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信念，同时展现出更

加积极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动机[24]。这一理论为阐

释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

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一，包容型领导风格一方

面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允许基层公务员参与决策制

定过程，听取不同声音包括批评意见，并乐于接受；

另一方面，包容型领导能够尊重个体差异，并以理

性和宽容的态度审视下属的工作失误和创新失败。

在这种包容性的组织氛围中，基层公务员的基本心

理需求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这有利于激励他们增强

工作热情，并实现更高水平的价值追求，如表现出

更加充分的服务他人和服务社会的使命感及公共

服务动机[25]。第二，包容型领导始终坚持平易近人

的工作原则，能够主动关心基层公务员工作和生活

中的顾虑和需求，认可下属对组织的贡献，并与下

属建立和睦的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在高质量领导-
成员交换关系的引导下，包容型领导风格不仅有利

于消除基层工作实践中抑制公务员心理可得性的

不确定因素和工作压力，同时也会提高基层公务员

的组织归属感和职业认同感[26]，激发其工作热情并

提高其敬业程度，并最终转化为不断增强的公共服

务动机。第三，包容型领导能够帮助基层公务员解

决工作中的新问题，尤其是当基层公务员出现工作

失误或创新失败时，包容型领导能及时为其提供专

业指导，通过创造一个支持度高的工作环境，使下

属感受到来自领导的重视、支持和培养，不断提升

其组织支持感[27]，不断强化为民服务的动机。基于

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

机具有正向影响。 
（二）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 

组织支持感是员工对组织重视其贡献、关心其

福利、幸福程度以及未来发展的综合知觉和感受，

即感知到来自组织的支持[28]。首先，包容型领导

对基层公务员的心理认可以及个体差异的尊重，并

允许基层公务员在工作中提出想法或不同意见，在

一定程度上能够传递出组织对基层公务员的关心

和支持，使其感知自己的贡献受重视、福祉被关心。

根据组织支持理论，员工从组织获得优待的感知会

帮助其产生更高的组织支持感[29]。实证检验发现，

当主管领导表现出更加包容、开放时，下属可以从

领导者和组织那里获得的包容、许可和资源越多，

组织支持感也就会越高[30]。其次，包容型领导的

可接近性和开放性品质，有利于消除其与基层公务

员之间的层级感和疏离感，由此通过积极沟通交流

及时发现基层公务员在政务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并

给予指导，进而帮助基层公务员形成更高的组织支

持感。 
组织支持是影响员工为组织作出贡献意愿的

重要因素，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感会提高员工对组织

的认同，激发员工更多的感觉义务、信任、期望以

及为组织服务的动机。同理，基层公务员如若获得

上级领导或组织的强烈支持和高度认可而形成较

高的组织支持感时，会产生更强的公共服务动机。

依据有机整合理论，外在组织环境会不断内化，最

终影响和整合为个体内在动机[31]。从本质上来看，

组织支持是一种典型的外在组织环境。在行政管理

实践中，获得更多组织关心和支持的基层公务员不

仅具有更高的组织归属感和忠诚度，而且也能够更

加认同和支持组织工作，并通过不断强化其内在服

务和奉献动机，高效完成组织公共服务目标来实现

自身价值[32]。对此，本研究推断组织支持感对基层

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正向影响。 
承上所述，本研究认为组织支持感是有效链接

包容型领导和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变

量。在包容型领导为基层公务员提供工作支持、心

理认可和包容性工作环境的基础上，基层公务员能

够形成较高水平的组织支持感。在组织支持感的激

励下，基层公务员对其工作和组织的认同和情感承

诺将引导其产生更强的公共服务动机。基于此，提

出如下假设。 
H2a：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组织支持感

具有正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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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b：组织支持感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具

有正向影响。 
H2c：组织支持感在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基层公务

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三）差错管理氛围的中介作用 

在公共部门中，差错管理也被形象地称为容错

管理，指在特定条件下，通过设定严格的认定标准

和规范的程序，来宽容公务员在改革过程中可能出

现的失误或错误，从而让公务员在心理上形成组织

能够接纳工作错误的积极感知[33]。差错管理氛围是

下属对组织在差错处理时所展现的态度与行为的

主观认知框架，该框架有四个核心维度：错误沟通

的透明度与效率，错误知识的广泛共享，在错误情

境下提供及时援助的意愿，以及组织在迅速识别与

妥善处理错误实践方面的能力。此氛围不仅反映了

组织对错误常态性的深刻认识与接纳，还体现了其

主动采取策略以减少错误负面影响的先进理念与

实践[34]。近年来，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的影响

效应饱受关注。对于包容型领导而言，其开放性、

可接近性和可用性特质对高水平差错管理氛围的

塑造也具有十分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包容型领导

能够包容下属的个性化特征，尊重下属的新观点和

新想法，理性容忍下属的工作失误和创新失败，积

极认同下属的工作价值，这有利于引导下属在工作

中大胆探索和试错，进而带动组织差错管理氛围的

形成；另一方面，包容型领导积极引导下属参与组

织决策，并利用差异化交流的方式优化下属的工作

方式和经验沟通机制，这对形成组织差错沟通及反

思的氛围大有裨益。同时，包容型领导能够在下属

出现工作失误或创新失败时认真听取其想法，帮助

其寻找失败原因并及时提供建议，这有利于建立良

好的差错学习氛围和提升下属应对差错的能力。相

关研究已表明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塑造差错管理氛

围有积极意义，而且这种积极效应比其他领导风格

更为显著[35]。 
认知评价理论提出环境因素促进个体内部动

机的两种基本的认知过程[36]：一是当外在冲击令个

体有胜任知觉而不是削弱胜任知觉时，内部动机会

增强；二是指当个体处于较高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组

织环境时，会激发个体产生更多的内部动机行为。

认知评价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为阐释差错管理氛

围和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

理论依据。第一，在充满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基层工

作环境中，高水平的差错管理氛围利于建立常态化

的差错沟通机制，支持基层公务员就差错进行互帮

互助、经验交流和学习反思。这不仅有助于基层公

务员形成正确的差错处理观念，降低同类错误发生

概率，同时通过纠错等环节不断提升基层公务员的

能力，进而对其工作动机产生积极影响。第二，良

好的差错管理氛围能够在制度框架内适度宽容和

理解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失误，使其建立不会因为差

错或失败而受到上级责罚和同事嘲笑的积极感知，

有效缓解公务员在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并激励其

产生更高水平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进而促进个体的

公共服务动机。 
由此可见，具有开放性、可接近性和可用性等

特质的包容型领导能够促进良好组织差错管理氛

围的形成，这种良好的工作氛围增强了基层公务员

的信心，提高其心理安全感和工作归属感，激发其

公共服务动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3a：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氛围具有正向

影响。 
H3b：差错管理氛围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

具有正向影响。 
H3c：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基层公

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收集 

为确保问卷调查内容和表达方式符合基层实

际情况，调研团队在正式调查前对部分 MPA 在职

研究生进行半结构化访谈。随后采取问卷调查法收

集数据，正式调查于 2022 年 2—5 月进行。以湖南

省、广东省、海南省部分乡镇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

基层公务员为调查对象，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发

放问卷。为了降低同源偏差、选择偏误，采用多时

间点的抽样方法，分两次发放问卷，时间间隔为 1
个月。第一阶段主要测量包容型领导风格、人口统

计学变量以及差错管理氛围，共发放问卷 380 份，

回收问卷 362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样本 353
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 92.8%；第二阶段主要测量

基层公务员的组织支持感和公共服务动机，调研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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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共发放问卷 353 份，最终回收 337 份能够和前一 阶段匹配的有效调查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5.5%。 

表 1 调查样本的基本信息（N=337）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占比/%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占比/% 

性别 男 176 52.2 工作年限 1 年以内 104 30.9 
 女 161 47.8  2~5 年 141 41.8 
年龄 25 岁以下 75 22.3  6~10 年 30 8.9 
 26~35 岁 203 60.2  11~20 年 39 11.6 
 36~45 岁 50 14.8  20 年以上 23 6.8 
 45 岁以上 9 2.7     
教育水平 大专及以下 11 3.3 岗位职务级别 科员及以下 231 68.6 
 本科 192 56.9  副科 74 21.9 
 硕士及以上 134 39.8  正科 26 7.7 
婚姻状况 未婚 195 57.9  副处及以上 6 1.8 
 已婚 142 42.1     

 
（二）变量测量 

为确保测量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使用较多的

成熟量表。在转译过程中，以符合被测者的阅读习

惯并保证原始量表的真实内涵为准则完善量表。所

有量表均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1 代表非常不同

意，5 代表非常同意。具体设计如下： 
（1）包容型领导风格：采用 Carmeli, et al.[19]

的量表，设 9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我的领导愿

意倾听新想法”“我的领导鼓励我在遇到新问题时

找他(她)”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18。 
（2）差错管理氛围：采用 Cigularovet, et al. [37]

的量表，共 16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对我们来

说，错误对改进工作过程非常有用”“在这个组织

中，我们经常思考如何避免一个错误”等。量表的

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54。 
（3）组织支持感：采用 Eisenberger, et al.[28]的

组织支持感量表，设 6 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这

个组织重视我作出的贡献”“当我遇到问题时，组

织可以提供帮助”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927。 

（4）公共服务动机：采用 Wright, et al.[38]的单

维度量表，具体包括“对我而言，从事有意义的公

共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与我个人成就相比，能够

为社会作贡献更为重要”“我时刻准备着为社会利

益作牺牲”等 5 个条目。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30。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将性别、年龄、学

历、工作年限、职务级别和婚姻状况等作为控制变

量。采用 SPSS26.0、Amos23.0 等对变量进行统计

分析。 

四、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区分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首先利用软件 Amos23.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对 4 个变量进行区分效度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2 所示，四因子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2.290，

RMSEA=0.062，CFI=0.926，TLI=0.914，IFI=0.927，

各项指标达到推荐标准且优于其他模型，表明本研

究所选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度。 

表 2 测量模型的比较 
模型 因子 χ2/df RMSEA CFI TLI IFI 

四因子 X; N1; N2; Y 2.290 0.062 0.926 0.914 0.927 
三因子 c X; Y+N1; N2 4.190 0.097 0.802 0.789 0.802 
三因子 b X+Y; N1; N2 4.383 0.100 0.790 0.776 0.790 
三因子 a X+N1; N2; Y 5.264 0.113 0.735 0.717 0.736 
双因子 X+Y+N1; N2 5.770 0.119 0.702 0.684 0.704 
单因子 X+N1+N2+Y 6.886 0.132 0.632 0.610 0.633 

注：X 表示包容型领导风格；N1 表示组织支持感；N2 表示差错管理氛围；Y 表示公共服务动机。双因子模型为包容型领导风格、公共服务动机、

组织支持感三个因子合并；三因子 a 模型为包容型领导风格和组织支持感合并；三因子 b 为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公共服务动机合并；三因子 c 为公共

服务动机和组织支持感合并。  
  



   
   

第 26 卷第 1 期 陈弘等 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 87  

为克服模型潜在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利用

SPSS26.0 进行 Harman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大于

1 的因素共 6 个，总体方差解释量为 69.96%，其中

第一个因子的累计变异量仅为 21.27%，未超过 50%
的 标 准 。 同 时 ， 单 因 子 模 型 的 各 项 拟 合 指 数

（ χ2/df=6.886 ， RMSEA=0.132 ， CFI=0.632 ，

TLI=0.610，IFI=0.633）均不及其他备选模型，说明

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二）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3 显示了变量的均值、标准差、α 信度系数

以及相关系数。结果显示，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公共

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r=0.419, p<0.001）；包容型

领导风格与组织支持感显著正相关（r=0.561，

p<0.001）；组织支持感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

（r=0.520, p<0.001）；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差错管理

氛围显著正相关（r=0.367，p<0.001）；差错管理

氛 围 与 公 共 服 务 动 机 显 著 正 相 关 （ r=0.342 ，

p<0.001）。α 信度系数和变量相关性基本符合预期，

也为中介机制检验提供了初步证据。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G A Y E M J BR PSM ZZ CC 

G 0.52 0.500           
A 1.98 0.692 0.100          
Y 2.22 1.197 0.104 0.703***         
E 2.63 0.564 0.008 –0.096 0.094        
M 0.42 0.495 0.203*** 0.504*** 0.610*** 0.097       
J 1.43 0.712 0.090 0.543*** 0.534*** –0.135** 0.383      

BR 3.98 0.635 –0.033 –0.007 –0.020 –0.067 0.035 0.031 (0.918)    
PSM 4.00 0.601 0.071 –0.019 0.018 0.014 –0.006 0.036 0.419*** (0.830)   
ZZ 3.77 0.715 0.064 –0.124* –0.121* –0.030 –0.003 0.008 0.561*** 0.520*** (0.927)  
CC 3.96 0.428 0.020 –0.057 0.002 0.022 –0.035 –0.052 0.367*** 0.342*** 0.511*** (0.954) 

注：G=性别、A=年龄、Y=任职年限、E=教育水平、M=婚姻状况、J=职务级别；BR=包容型领导风格、PSM=公共服务动机、ZZ=组织支持感、

CC=差错管理氛围。对角线括号中的数值为该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表示 p<0.001；**表示 p<0.01；*表示 p<0.05。下同。使用双尾检验。  
（三）假设检验 

1.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多元层级回归方法检验主效应，结

果如表 4 所示。在加入控制变量后，包容型领导风

格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β=0.405，p<0.001），

H1 得到验证（M6）。 

表 4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N=337) 

变量 
ZZ CC PSM 

M1 M2 M3 M4 M5 M6 M7 M8 M9 M10 

控制变量 

G 0.089 0.125 0.027 –0.065 0.091 0.114 0.051 0.078 0.070 0.102 

A –0.147 –0.128 –0.058 0.028 –0.065 –0.053 0.001 –0.037 –0.007 –0.038 

Y –0.092 –0.071 0.047 0.013 0.028 0.041 0.069 0.007 0.066 0.026 

E –0.031 0.016 0.001 –0.049 0.013 0.044 0.027 0.013 0.038 0.038 

M 0.156 0.084 –0.043 0.049 –0.049 –0.096 –0.119 –0.028 –0.125 –0.074 

J 0.117 0.093 –0.030 –0.040 0.049 0.033 –0.004 0.063 0.001 0.045 

自变量 

BR  0.628***  0.255***  0.405***   0.181*** 0.330*** 

中介变量 

ZZ       0.449***  0.356***  

CC        0.479***  0.294*** 

拟合参数 

R2 0.041 0.334 0.011 0.152 0.010 0.191 0.284 0.126 0.309 0.229 

△R2 0.041 0.307 0.011 0.141 0.010 0.181 0.274 0.115 0.292 0.037 

F 2.381 25.101 0.587 8.398 0.571 11.120 18.649 6.745 18.312 12.151 

注：表中报告系数均为非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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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 Baron 和 Kenny 提出的中介效应程序检验

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与基层

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中介作用[39]。 
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包容型领导风格与组

织支持感显著正相关（β=0.628，p<0.001），H2a 得

到验证（M2）；组织支持感与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

相关（β=0.449，p<0.001），H2b 得到验证（M7）。

随后，依次加入控制变量、包容型领导风格和组织

支持感等变量后，发现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公共服务

动 机 具 有 显 著 正 向 影 响 且 影 响 力 有 所 下 降

（β=0.181，p<0.001），组织支持感依旧与公共服

务动机显著正相关（β=0.356，p<0.001），表明组

织支持感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

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H2c 初步得到验证（M9）。 
差错管理氛围的中介效应。包容型领导风格与

差错管理氛围显著正相关（β=0.255，p<0.001），

H3a 得到验证（M4）；差错管理氛围与基层公务员

公共服务动机显著正相关（β=0.479，p<0.001），

H3b 得到验证（M8）。随后，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差错管理氛围等变量后，结果显

示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

正向影响系数有所下降（β=0.330，p<0.001），差

错管理氛围依然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显著

正相关（β=0.294，p<0.001），表明差错管理氛围

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之

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H3c 初步得到验证（M10）。 
2. Bootstrap 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双路径作用，本研究将组织支持

感和差错管理氛围共同纳入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公

共服务动机的关系模型中，利用 Process 程序中的

Bootstrap 方法对样本抽样 10 000 次，结果如表 5
所示。包容型领导风格通过组织支持感影响公共服

务动机（包容型领导风格→组织支持感→公共服务

动机）的间接效应为 0.207，其 95%置信区间为

[0.128 3，0.294 1]，不包含 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

综上，组织支持感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

机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H2c 再次得到验证。 

表 5 组织支持感和差错管理氛围的中介效应(N=337) 
效应类型 路径 效应值 SE 95% CI 

总效应 包容型领导风格→公共服务动机 0.405 0.047 [0.312 0, 0.497 6] 

间接效应 1 包容型领导风格→组织支持感→公共服务动机 0.207 0.042 [0.128 3, 0.294 1] 

间接效应 2 包容型领导风格→差错管理氛围→公共服务动机 0.025 0.021 [0.012 6, 0.068 6] 

间接效应差值 0.182 0.048 [0.089 6, 0.276 5] 
 
差错管理氛围的中介效应。包容型领导风格通

过差错管理氛围影响公共服务动机（包容型领导风

格→差错管理氛围→公共服务动机）的间接效应为

0.025，其 95%置信区间为[0.012 6, 0.068 6]，不包

含 0，说明间接效应显著。由此说明，差错管理氛

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发挥了

部分中介作用，H3c 再次得到验证。比较中介效应

差值发现，组织支持感的中介效应大于差错管理氛

围的中介效应。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包容型领导风格显著正向影响基层公务

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已有研究证实，包容型领导对

团队包容性氛围、下属内在动机和幸福感以及个体

创新行为等组织管理要素存在显著的积极效应[30]，

但其对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是否存在显著影

响依旧是不明确的。本研究将包容型领导引入公务

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前因研究之中，不仅回应了刘帮

成[40]对丰富中国场景下公共服务动机研究的呼吁，

从领导力层面揭示了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

激发机制，而且也拓展了包容型领导力在公共部门

中的适用范围，深化了领导力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

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第二，组织支持感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公

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本

文验证了“包容型领导风格—组织支持感—公共服

务动机”的过程机制，一方面深化了组织支持感在

国内组织管理领域中的角色认知，丰富了组织支持

感的传递功能研究，另一方面也再度回应了已有文

献关于组织支持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关系的理

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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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差错管理氛围在包容型领导风格与基层

公务员公共服务的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一方

面，公共部门组织中的包容型领导风格对差错管理

氛围的形成依然具有良好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不

仅有力回应了包容型领导风格和差错管理氛围在

私营部门中的已有成果，而且也为丰富两者之间的

研究场域提供了新的证据，阐释了它们在公共部门

中的战略价值和适用性。另一方面，差错管理氛围

是基层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重要前因变量，高水

平的差错管理氛围有利于纾解基层公务员的问责

压力以及增进其心理安全感和组织归属感，并最终

激励基层公务员产生更多的公共服务动机。 
由以上结论得出如下启示： 
第一，注重培养包容型领导者，促进基层公务

员高水平公共服务动机的产生。一方面积极开展包

容性领导知识和能力教育培训，另一方面积极营建

多元、开放和公平的组织文化氛围来打造包容性组

织。可以将公平、认可和包容上升为组织规范，用

制度“强约束”的形式塑造包容的基层行政组织“软

文化”，充分利用组织文化的力量来约束基层领导

干部尊重个体的差异，既将督察问责“利剑”指向

庸官、懒官，也为敢闯敢干的基层公务员采用包容

过错、容错纠偏的态度。 
第二，建立健全工作支持保障制度，有效提升

基层公务员组织支持感。一方面，加强基层行政文

化建设，构建常态化的公务员教育培训机制，努力

为基层公务员创造公平、和谐和包容的工作环境以

及向上“流动”的晋升机会，有效指导和支持基层

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使其在组织支持的感召下充分

体悟工作价值并加深职业认同，不断增强为民服务

动机；另一方面，关注基层公务员的生活状况和心

理变化，通过建立科学的工作资源分配机制、心理

干预机制以及生活帮扶机制等，满足基层公务员在

生活及心理上的合法需求，为其履职尽责、担当作

为和为民服务解决后顾之忧。 
第三，营造积极的差错管理氛围，增强基层公

务员敢于担当的服务动机。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的激

励和容错纠错机制，营造包容失误的组织氛围，最

大限度地为基层公务员卸下包袱、打消顾虑，培养

他们的自主性和自律性。注重扩大容错、包容文化

的社会传播效应，积极培育大众对基层公务员在行

政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失误或过错的容忍和接纳，共

同构建良好的容错氛围，进而通过稳步提升基层公

务员的职业声誉来激励其产生更多公共服务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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